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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世祖忽必烈即

元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自成吉思汗在漠北

统一各蒙古部落、建立大蒙古国（ ，至蒙古王朝灭金、统

，为第一阶段；由此至蒙古大军占领南宋都城临一北方（

安（

至元顺帝退出大都（今北京）、明王朝建立（

，即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的时期，为第二阶段；由此

，即元王朝统

治整个中国的时期，为第三阶段。而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，主

要是指后两个阶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间，包括各民族人士用汉

语从事的文学创作。其他民族语言的创作，则因资料缺乏和

条件所限，无法涉及。

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。

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，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

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，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

后，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。

位，建元“中统”，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，后又据《易》

“大哉乾元”之义改国号为“元”。这些都意味着蒙古政权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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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货志》），在中

长久”（《元史

化性质的某种转变。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“必行汉法乃可

许衡传》）的建议，变易旧制，以适应中原地区传

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形态，实即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

阶级的联合政权。

但与此同时，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

策，这较集中体现在所谓“四等人制”上，即把国民分成蒙古、

色目、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。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，汉族人

不得染指；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，地位仅次于蒙古

人，如回族人善于经商理财，在朝中有很大势力，是蒙古贵族

的得力助手；第三等人为汉人，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

丹、女真等族；最末等为南人，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。

如虞集在朝中做官，备受倾轧，不得不忍气吞声，就与他“南

人”身份有关。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是恶劣的。

元政府在经济上也有民族掠夺性质。如朝廷给予西域商

人放高利贷的特权，中原人民为交纳赋税，常向西域商人借

银，结果连本带息，越滚越大，以至倾家荡产都还不清债。元

代的经济掠夺以江南地区被害尤烈。当时，京都“百司庶府之

繁，卫士编民之众，无不仰给于江南”（《元史

书省和九个行省中，江南三省（江浙、江西、湖广）每年所征税

粮近六百五十万石，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，而江浙一省就

征近四百五十万石，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（同上）。元末

农民义军韩山童部就以“贫极江南，富夸塞北”的极端不均作

为宣传口号（见叶子奇《草木子》），实即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

掠夺的愤恨之情。正是由于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及文化差异

诸原因，元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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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元史 地理志

律制度。随着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，加上广泛而严重

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，终于导致元末农民大

起义，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。

但元代社会很有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。近来，元史研究

者普遍认为，过去过于夸大了元朝落后、黑暗的一面，是不适

当的。尽管元朝的政治、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，但也有

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，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

原，带来了某些文化的“异质”，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

新的成分、新的活力，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，使

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，以及蒙古统治

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，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

展的效果，从而，在经济、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

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。

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，出现

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，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。据陈垣

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一文，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而有

成就者达三百余人。其中如贯云石、萨都刺、迺贤等人为中国

文学作出了贡献。另一方面，大量西域人移居于中原地区，他

们的天文、医药等成就，被介绍到中国。

元代的疆域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”

，中国同欧洲、中亚、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

利，中外交往非常活跃。中国的印刷术、火药、造纸术、指南

针，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。而遍布全国的驿站，东南沿海航

道的开辟，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。著名的黄

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，即与便利的海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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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。

元统治者重视商业，早在成吉思汗时期，就一边作战，一

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。所谓“元以功利诱天下”（方孝孺《赠卢

信道序》），即与中国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、“崇义黜利”的治国方

针不同。终元之世，商人异常活跃，张之翰《议盗》云：“观南方

归附以来，负贩之商，游手之辈，朝无担石之储，暮获千金之

利。”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，据徐一夔《织工对》

一文所载，在元末杭州，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，佣工可

自由来去。

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

的繁荣。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，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

济中心之一，《马可波罗行纪》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

慕的描绘。此外，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、真定、大同、汴梁、济

南、太原、平阳和南方的扬州、镇江、建康、平江、杭州等城市经

济都十分活跃。而东南沿海的上海、澉浦、庆元、温州、福州、

泉州、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。在元代，中外之间的

贸易往来异常频繁。如昆山的刘家港有“万国码头”之称，马

玉麟《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》一诗极其生动地描绘了

“蕃人泊舟”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。

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，社会思想也

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。方孝孺在《赠卢信道序》一文中指斥

元代士风“习于浮夸”、“以豪放为通尚”、“骄佚自纵”，且不论

其批评的基点是否正确，他把这种士风归因于元朝统治者崇

尚“功利”，则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实。因为崇尚功利，社会中

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，遂产生了像秦简夫《东堂老》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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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以赞赏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，而王义山的《金

少翁传》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，也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

情绪，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。另外，在元代，还有个别士

大夫为商人写传记或碑铭。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、商人阶

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。

在元代，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

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，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。

从表面上看，正统儒学仍在发展，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

断扩展其影响力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，规定以朱熹、程颐

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，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。

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，重视实利的习惯，并不是

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；因此，他们推

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。而且，元代仕出多

途，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，儒士即使是

进士出身，也是官职卑微，因此这种“官学”于社会思想所起的

作用颇为有限，这与明清时尊奉程朱理学的后果是有区别的。

同时，官方虽然利用儒学，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，

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，统治者崇信佛、道，更有甚于儒教。

所以汪元量《自笑》诗云：“释氏掀天官府，道家随世功名。俗

子执鞭亦贵，书生无用分明。”即道出当时儒士的窘境。

另一方面，儒学也受到来自其内部的抨击，或在一定程度

上受到重“功利”的社会形态的影响，而分化出不同于传统儒

学的思想倾向。如谢枋得《程汉翁诗序》云：“以学术误天下

者，皆科举程文之士，儒亦无辞以自解矣。”乃痛感那帮道学先

生高谈性命，无益于国是。又如许衡提出儒者当以“治生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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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务”（见《许鲁斋先生年谱》），即主张经营产业，与传统儒学

“重本轻财”的思想已有不同。浙东儒学的代表者王祎综合宋

儒各家学说，认为“江西有易简之学，永嘉有经济之学，永康有

事功之学”，都可列为“圣贤之学”（《知学斋记》），同样表明了

正统儒学内在的变革因素。

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学内部叛裂出来的“异端”思想家。元

初的邓牧自称“三教外人”，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，且著文

严斥君权，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，很有进步意

义。另一位“异端”思想家是元末的杨维桢，他的思想和处世

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“功利”特征有更密切、直接的关系，被

“礼法士”斥为“裂仁义，反名实，浊乱先圣之道”（王彝（文

妖》）。

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、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，

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，使得大

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，从而也就

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。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，通

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，因而既加强了

个人的独立意识，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

系，他们的人生观念、审美情趣，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“士

人”明显不同的变化。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，其中不

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，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

影响，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。这对于元代

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。

元代的历史并不长，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，元代文学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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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舞、表演及叙事形式等。然而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

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，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

趋向有重要意义。由于社会内部经济、文化诸条件的变动，促

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，戏曲、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

式，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。戏曲与小说，无论在题

材、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，都直接受到它们的读者或观众

主要是市民 的制约，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

情趣，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，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活

力。而传统的文学样式 诗、词、文，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

与心理有密切关系，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

和影响，呈现某些新的特点。元代文学的这些特征对后世文

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。

在元代文学中，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，它标志了中国戏

剧的成熟。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“元曲”，与唐诗、

宋词并举，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。像其他民

族的文学一样，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

素

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，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，则是特殊

历史条件刺激所致。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、市民的娱乐要求

的增长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，外来各民族带来的文化“异质”

的渗入，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，增进对市井

文艺样式的重视，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，更是必不可

少的条件。当蒙古王朝统治北方以后，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

了固有的地位，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，不少“名公才人”加入了

市井伎艺的团体。如“玉京书会”就是元前期活跃于大都的一

个写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，关汉卿是其中的成员。王实甫、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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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为界，分为前后两

致远也都可以说是专业的剧作家。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

杰出作家，在宋金以来的杂剧、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，发展

出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。

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。但由于古代对戏剧的

轻视，这方面的资料既少而又凌乱，很难统计出作家作品的数

字。从个别资料来看，元代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和元明之际贾

仲明（或谓无名氏）的《录鬼簿续编》等书记载，元代（包括元明

之际一段时间）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多人，剧目七百多

种。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，仅以臧懋循《元曲选》和隋树森《元

曲选外编》所收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。元杂剧广泛涉及元

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并折射出那一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，

题材极为丰富。明人朱权曾把杂剧分为十二种（见《太和正音

谱》），近代学者则主要把它分为爱情婚姻剧、社会剧、历史剧、

公案剧、神仙道化剧等几大种类。这些分类存在相互重叠的

现象，也未必精确，不过大致可以看出元杂剧的基本内容。

元杂剧一般以大德年间（

期。前期是元杂剧高度繁盛的时期，作家、作品的数量相当可

观。当时演剧活动最集中的城市是京城大都，此外在真定、汴

梁、平阳、东平等经济繁荣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乡村地

区演出也较盛。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、白朴等是元杂剧前

期最重要的作家。后期杂剧作家大都集中东南沿海城市。南

北统一以后，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，北方城市的地位明

显降低，所以引起北方杂剧作家纷纷南下。在作家阵容、作品

数量方面，后期明显不如前期，但有些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具有

时代与地域的特色，如秦简夫的《东堂老》就是一例。其他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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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作家有郑光祖、乔吉等。

元杂剧是用北方的曲调演唱的。在南方地区，自南宋以

来还流传着一种用南方曲调演唱的戏剧，称为“戏文”或“南

戏”，其体制、声腔、乐器、风格与杂剧均有不同。元代南戏仍

旧只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，繁兴程度远不如杂剧，留存的作品

也很少。其中较重要的有《荆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杀

狗记》，它们的作者大多很难确定，题材主要依据长期流传民

间的故事。其伦理意识及生活情趣更具世俗性。至元代末

年，高明写出了《琵琶记》，通过赵五娘、蔡伯喈的家庭悲剧，比

较深入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某些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。由于

同样得到大幅度的提高，并预示

化密且联系的小说在元代继续发展，

需要一批数量稳定的接受者

文人的参加，南戏的创作水平

着它将进一步兴起。

说的成长

与城市经济文

并获得新的成就。小

，伎艺仍相当繁盛，另一方

他们的兴趣，直接影响着小说的题材和情趣。在元代，一方面

在杭州等都市中，唐宋以来的说话

面，小说也借着出版商的力量扩大其传播范围，获得更多的接

受者。虞集曾提到元代的福建地区“刻书摹印成市成邑，散布

中外，极乎四海”（《郑氏毛诗序》）。而现在能看到的讲史类话

本的早期刻本，如《全相平话五种》、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、《宣和

遗事》、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等，均出于元代；说经类话本《大唐

三藏取经诗话》亦刊于元；近年还发现了一种元刻小说类话本

《红白蜘蛛》的残页。

元代小说话本由于除上述《红白蜘蛛》残页外，没有早期

刻本传世，鉴别和分析都很困难。据我们研究的结果，认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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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；《水

明中叶洪楩所编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、晚明冯梦龙编著的“三言”

中，尚存有若干较接近原貌的元代小说。合并前面所说有早

期刻本的另两类话本来看，这些以元代作品为主的话本小说

重视虚构性与趣味性，其思想感情往往与市民阶层相通，在小

说艺术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。它的基本特点对后来通俗小说

的发展有很大影响。

话本小说的广泛刊刻流行引起了一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

的文人的创作兴趣，到元后期，出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

程碑意义的两部巨著

浒传》在明初又作了进一步的加工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借助

史书的资料和民间传说，以文白相杂的语言，展开了宏伟的历

史画面，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。作品中既表现出“正统”、

“仁政”等传统思想，也反映了重“义气”和崇尚智谋的市井意

识。《水浒传》的年代稍迟，成就也更为显著。它热情地歌颂

民间的反抗斗争，赞美梁山好汉那种豪爽磊落、无所畏惧的英

雄性格，肯定以“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”和“大盘分金银”为象征

的享乐欲望，表现出浓厚的世俗化倾向，也渗透了重商意识。

它的产生，显然和东南地区发达的商业经济有关联。正是由

于肯定了自然的人性、世俗的欲望，再加上纯熟的白话艺术，

《水浒传》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、有血有肉的人物形

象，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深刻演变。

关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作者罗贯中、施耐

庵，人们所知甚少。但依据极有限的资料和小说本身的情况，

仍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具有相当素养的文人。这也和元代戏剧

的情况相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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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离》套数写一个女子对昔日罗曼史的

关于元代小说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。

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后，在宋代一度出现显著的退化，其特点

是虚构性和想象力的减弱，资料性、知识性的增强和议论的苛

严。后来则受到市民阶层的影响，出现了若干与说话相通的

因素。元代文言小说虽留存数量不多，但以《娇红记》（旧署虞

集或宋梅洞作，实应为元末无名氏作）为代表，不仅继承、发展

了宋代小说的新因素，而且在表现男女主人公对自由的爱情

的热烈追求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、故事情节的细致描写诸

方面，都已超出唐传奇。代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

就的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，实际是从宋元话本和元明文言小说两方

面汲取营养而形成的，所以对元代文言小说的进步不可轻视。

元代另一种饶有新鲜意味的文学类型是散曲。它和杂剧

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，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，是“元

曲”的一部分。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，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

的某些因素，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。

从内容上看，散曲比传统诗词大大开拓了表现范围。多

半由于元代特殊文学氛围所决定，作者的视野延伸到富于活

力、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。如杜仁杰的套数《般涉调耍孩儿

庄家不识勾栏》，写一个乡巴佬进城看戏，展示了一幅市井风

俗画。散曲中描写妓女生活的作品异常之多，正是元曲与勾

栏密切相关的结果。至于像睢景臣的著名套数《般涉调哨遍

高祖还乡》，把汉高祖写成一个泼皮无赖，则表明作家的视野

深入于市民的心理层面，以市民的目光观察神圣的事物。

思想性的历史进步意义集中体现在描写爱情题材上。像

曾瑞的《黄钟醉花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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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的追慕，如白朴《寄生草

回忆，迸出这样的句子：“待私奔至死心无憾”，与以前的诗词

《正宫醉西施

比较，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。同样，当我们读到名伶珠帘秀

无题》套数：“便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可

见元代社会思想确实出现某种变革，使妇女的心灵得到自由

的呼吸，尽管这种变革限于一定的地区和阶层。在众多的咏

及妓女的作品中，作家不仅反映了她们的痛苦和对真正爱情

的憧憬，并对她们在情场中种种情感的弱点表示同情。这些

作品所体现的对于人性开放的宽厚态度，是以市井社会的生

活形态与生活观念作为其基础的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散曲作者以士大夫阶层为主，他们在融合

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同时，也表现出他们自身的生活感受。

弥漫于散曲中的是一种由于世变沧桑而带来的空幻感和凄凉

感。所谓“王图霸业成何用”（马致远《拨不断

功名总是空”（白朴《双调乔木查

无题》），“盖世

对景》），是这一部分“叹世”

作品的基调。封建政治与道德力量的虚弱、外族入主带来的

黑暗与凌辱使他们感到历史和现实都是“空”的。当然，这种

“空”往往具有相对的意义。在元散曲中，一种典型和频繁出

现的表述是对屈原式的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的生活方

劝饮》：“不达时皆笑屈原非，但知

音尽说陶潜是。”前者意味着对于政治的疏离、对仕途“功名”、

“荣辱”的否定，而后者也不包涵过去常见的以隐逸为高尚的

道德意味，而只是强调“自适”的可贵。这实际上也表达了那

种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要求，遂造成转向世俗生活的必

要前提。

适应于抒情的需要，散曲的形式和语言较于诗、词都别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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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相同，它是一种率直、浅露

特点。一方面，散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，可随意增

加衬字，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；另一方面，散曲的语言（特别是

衬字）主要是口语、俗语，这些特征，使散曲成为更自由、轻灵

（芝庵《唱论

的形式，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、活泼的情感。所谓“尖歌倩意”

，即一种前所未有的尖新感、灵动感，构成了散

曲的主要艺术特征，从而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

治地位的“温柔敦厚”的“诗教”的束缚，使渊源于早期民歌俗

谣的美学趣味获得显著的进展。需要说明的是：散曲的尖新

灵动，同诗歌中通过一二处字眼的锤炼而表现出的新异感并

恣肆的感情表现；它所描写的内

闺情》套数：“锦被堆堆空闲了半床，怎

心活动，敢于活生生地揭示出人的欲望或本能的心理层面。

如荆幹臣《黄钟醉花阴

远归》揉我心上痒，越越添惆怅。”或如奥敦周卿《南吕一枝花

套数写他从远方归家，与妻子相见的喜剧性一幕：“将个栊门

儿款款轻推，把一个可喜娘脸儿班回。”都给人以印象深刻的

尖新感，完全有违于典雅的、情感收敛的美学观念。

小说、戏剧、散曲在元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最为引

人瞩目的成就，但绝不是说，元代的传统文学样式不值得我们

注意，实际上，它也表现出与前者同样的动向。特别是诗歌，

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“正宗”地位，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

达思想情感、人生追求、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。特别在表

现重大的人生思考、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，诗歌具有其他文学

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。元诗的作家与作品都很可观，它不

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、复杂的社会状况，反映了不同时期中知

识阶层的精神面貌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

第 15 页



虞

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，都有特殊的价值。

元诗大致可以分为前、中、后三个时期。前期包括蒙古王

朝之初至元大德之前，不过实际上主要是指元世祖忽必烈统

治北方和进而统一全国的三十多年，主要作家有戴表元、郝

经、刘因、仇远、赵孟頫等。这一时期，社会充满兵戈、饥馑和

灾难，无论是中原地区或江南地区的士人，大多经历了亡国之

痛、流徙之苦，因此在他们的诗中笼罩着时代的浓重的悲哀。

当然，因为各人所处的社会境遇不尽相同，所持的政治观念也

互有歧异，诗歌作为人格的写照也就反映出不同的心态。

在这些诗人之前，北方以元好问为代表，南方以“四灵”、

严羽等人为代表，对于宋诗长期以来重理智而轻感情的倾向

进行了反拨。全国统一以后，南北潮流合而为一，这种对宋诗

的反拨也就成为元诗的主流。元代前期的这些诗人，几乎一

致地主张诗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汉魏六朝。也许他们的诗歌未

必写得有宋诗那么精深，但正如明人李东阳所说：“宋诗深，却

去唐远；元诗浅，去唐却近。”（《怀麓堂诗话》）其意义，当然不

在于单纯地“复古”，而是恢复唐诗所代表的重视抒情的传统。

正如明胡应麟《诗薮》所谓“元人力矫宋弊”，这一导向对诗歌

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中期约在大德至天历间，代表作家为“元四大家”

集、杨载、范梈、揭傒斯。这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，经济也较

繁荣，前期诗中的哀伤、空幻的情绪基本消逝。此四家皆以盛

唐诗风作为典范，主观上想制作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所谓盛

世之音，其中包含着一种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。但社会现实

毕竟不那么理想，他们自己的心境也不那么平和，因此在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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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
的诗作中，仍可见到社会的疮痍与内心的不平。他们之间虽

风格各异，但处于同一块“底色”上，个性并不鲜明。所以虽然

他们负有盛名，甚至被尊为元诗的典范，实际成就并不高。

元诗的真正高潮是“奇材益出”（清顾嗣立《元诗选

例》）的后期，主要作家有萨都刺、杨维桢、高启、顾瑛、王冕等。

元后期，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，商业、手工业都达到

历史的最高水准。这一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，即崇

尚“功利”，重视个性，政治和伦理的色彩相对淡漠，这与程朱

理学形成某种对峙的趋势。这些诗人都居住在江浙一带，与

城市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，如顾瑛是个富商，王冕卖画为

生，而萨都刺晚年是寓居杭州的。

他们的诗在两个方面对于认识诗的发展趋向很有意义。

一个方面是诗中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，他们讴歌城市的繁荣

或人生的享乐，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乐观、进取的精神。另一

个方面是自我意识的觉醒。这种自我从儒家传统的政治依附

与伦理信条中游离出来，带有个人化倾向。在他们诗中的自

我既表现为向人生和自然拓张的意向，又表现出受到现实环

境压迫的苦闷和彷徨，这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实体的困境

具有象征意义。他们的诗敢于写前人所不敢写的东西，敢于

用惊世骇俗的语言、意象，诗歌风格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特

征。如杨维桢的“铁崖体”，因其怪怪奇奇的特异诗风，被有些

人攻击为“文妖”；高启诗则既有高华的一面，又有沉潜的一

面，揭示了诗人复杂、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呈现出一种被诗化了

的处于日常生活中的、更富于人性的、真实的自我。总之，元

后期的诗歌表现了新的历史意识，也给中国诗史带来了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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